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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宋 纸 币 发 行 的 得 与 失
□ 方宝璋

世界货币史上，由官方发行纸币

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北宋仁宗时期。北

宋初，四川富民就开始发行纸币，称

为交子。至宋仁宗天圣元年 （1023

年） 改由官府发行。终北、南两宋，

纸币名称复杂多变，又称楮币、楮

券、关子、会子等。在这个过程中，

纸币发行中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

来，当时就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探

讨。由于纸币在宋代初次发行，纸张

本身价格低廉，对于世世代代通常使

用铜币的民众来说，纸币是否能长期

稳定安全地流通使用，难免产生担

心。对此，宋朝政府采取发行纸币必

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和钱钞并用的措

施，以取信于民。

对准备金的强调

《长编》 卷272的附录中，记载了

参知政事吕惠卿于熙宁八年 （1075

年） 8月十三日记录的宋神宗与群臣论

交子的一段对话。“上曰：‘交子自是

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

妨。’石曰：‘怎得许多做本？’上曰：

‘ 但 出 纳 尽 ， 使 民 间 信 之 ， 自 不 消

本。’佥曰：‘始初须要本，俟信后，

然后带得行。’”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

意识到发行纸币，要有一定的“本”

作为准备金。当纸币获得人们的信用

后，才可以超过“本”而发行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 101记载

了南宋绍兴年间一位臣僚的建言：北

宋初年四川行使交子，公家和私人都

有好处，没有反对的意见，正是因为

发行纸币的同时，政府有准备金可供

民众随时兑换，因此能取信于民；但

是，现在朝廷印造30万纸币，却未见

到准备金，并且朝廷还要继续印造150

万纸币，仍然没有准备金以供民众兑

换，这怎么能取信于民？朝廷印造发

行纸币，必须先筹足准备金，让民众

不管带多少纸币来官府兑换铜钱，政

府都能随时予以兑换。

对准备金率的估算

宋徽宗大观年间，时人周行己对

准备金的具体数量提出了自己的独到

见解。他说，发行纸币“国家常有三

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

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

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

之用”。所谓“水火之失”，是指纸币

意外毁于水火等自然损耗；“盗贼之

虞”是指纸币容易被抢被偷，影响兑

现；“往来之积”是指一部分纸币经常

在流通过程中被当作资金和财富储积

起来，不能兑现。这三条原因中，第

一条自然损耗的数量不会很大，可以

不予考虑。第二条如纸币被抢被偷，

仍有可能拿来使用或要求兑现，不能

作为准备金可以低于纸币发行额的理

由。只有第三条才是纸币发行准备金

低于发行额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占不

能兑现的纸币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周

行己预估三者各占纸币发行量的 1/3，

所以认为只要有2/3的准备金，就可以

保证全部纸币的流通。周行己2/3准备

金的理论虽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比

例，但他提出的纸币发行不需要十足

准备金的理论，则是对货币管理思想

史的重要贡献。

南宋初期，著名抗金将领李纲反

对发行纸币，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

面，其中之一就是“目今户部财用窘

迫，必无数百万桩留钱本，交子之

行，止凭片纸……其为害有不可胜言

者”。这就是说，发行交子，如没有钱

本，将为害无穷。但是，他又认为，

如不得已要发行纸币，那纸币准备金

的数量要占发行纸币总量的 1/3左右。

他说：“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

留本钱一百万贯，以权三百万贯交

子，公私物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

之。”李纲认为准备金比率在 1/3左右

比较合适，比北宋徽宗时周行己2/3准

备金的比率估计更为准确。这与现代

金融业中通常规定的 28%准备金比率

已很接近。

滥发纸币的后果

综观史籍，北宋时期，纸币的发

行大多预留有准备金。据 《宋史·食

货下三》载，“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

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因此，其

大部分时间里纸币的发行还属正常，

没有引起社会与经济的大波动。宋徽

宗“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

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

奉诏复循旧法”，这场短期的超本钱发

行的风波才算平复。

南宋初年，军费等浩大的开支使

准备金难以筹措，宋高宗时为解决财

政危机，朝廷发行纸币往往是不预留

准备金，遂致社会人心惶惶，议论纷

纷。如南宋绍兴年间，一位言者就揭

露了这种情况：“广南、福建等六路

交子三十万、两浙路交子一十万、临

安府界小交子一十万，并见造江南、

两浙预充籴本交子一百五十万，其合

用钱本，并未见桩管，由是远近士民

议 论 纷 然 ， 皆 以 为 不 便 。” 与 此 相

反，宋孝宗时，朝廷发行纸币比较重

视预留准备金，就取得较好的成效，

市场上纸币流通平稳。如淳熙元年

（1174 年）“三月二十八日，诏左藏南

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分下临安、

平江、绍兴府，明、秀州主管盐事，

措置收买额外浮盐，报交引库印钞，

召客算请，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

管，以备循环收换会子”。到了南宋后

期，由于国库空虚，财政赤字巨大，

统治者就只能饮鸩止渴，滥发纸币，

根本谈不上准备金。正如端平年间大

臣李鸣复上奏所言：“今日之财用匮

矣……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根本已

空而耗蠹不止。庙堂之上，缙绅之

间，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

财之地。穷日之力，增印楮币，以为

理财之术而已。”

纸币金属币并用的原则
及其实际效果

南宋著名抗金将领辛弃疾支持发

行纸币，主张国家税收要铜钱、纸币

各征收一半，以增强人民对纸币的信

任感。袁燮指出：“守铜楮相半之法

…… 尚 何 忧 铜 钱 之 寡 而 楮 币 之 轻

乎！” “钱会中半”原是南宋政府的

一项财政原则，但实施中往往走样。

政府是会子的发行者，但自己就不相

信会子，在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时多收

钱少收会子，而支付时则多支会子少

支钱，这只能引发百姓对纸币的更大

不信任感，更不敢使用或储藏纸币。

正由于钱、楮受到不同的待遇，因此

社会上普遍认为：“楮，虚也，其弊又

不可言也；钱，实也，藏之而无弊

也。况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无穷，民

间之输于上，则惟铜币之为贵，吾何

苦以吾之实而易彼之虚哉！”

南宋光宗时期，杨万里提出“母

子相权”论，主张金属币 （铜钱、铁

钱） 与纸币并行。他认为两淮有铁钱

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铁钱的会

子；江南有铜钱为母，所以可以流通

代表铜钱的会子。这叫做“母子不相

离”。反之，如果单有“子”（会子），

而无“母”（铜钱、铁钱），则不能发

行。如沿江八州军没有铁钱，铁钱会

子“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因此难

以流通。他这里所说的“母子相权”，

就是指纸币可以兑为钱币。不过他所

主张的兑现只是市场上钱币和纸币能

自由兑换，不是政府实行的纸币兑现

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市场上的自由

兑换，必须建立在政府纸币兑现的基

础上。只有后者能够保持稳定的兑现

制度，才能取信于民，实现前者的自

由兑换。杨万里的“母子相权”论在

当时是有的放矢的，南宋时期政府滥

发纸币搜括百姓，以应付庞大的军事

开支。而且政府发行了大量的会子之

后自身又不愿接收，在百姓用纸币纳

税或缴纳其他官项时，往往多方限制

刁难。因此，杨万里主张纸币必须同

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纸币能够和金属

货币相兑换，这样才能被百姓所接

受，实现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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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外交历史上，发生过

许多精彩的故事，其中蕴藏着深刻的

外交思想，体现出中国“和合”的外

交智慧。

“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和而不同”

的“和合”外交思想。春秋战国时

期，诸侯并立，国家纷争。面对各国

的差异，营造和谐相处的关系是重要

的外交问题之一。正如孟子所说的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合”外交

就是要承认彼此差异、不求完全一

致。在晏子的故事中就体现出了“和

而不同”的外交思想。

有一次，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

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

车赶来。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

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不

过是相同而已，怎么能说是和谐呢？”

晏子批评梁丘据能同而不能和：

国君认为可以的，梁丘据也认为可

以；国君说不可以的，梁丘据也说不

可以。然后，晏子打比喻说：“若以水

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

能听之？”并得出结论：“同之不可也

如是。”“和”与“同”，看起来很相

似，实际上大不相同。

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

《论语》 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

间应当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

步。在外交关系中也是如此，各个国

家都不尽相同，也会存在分歧矛盾，

但是应当认识到世界正是因为不同才

会如此丰富多彩，“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古代的外交故

事告诉我们要认识到各自的不同，做

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

“和合”共生。

“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

中国古代崇尚“和平友好”的

“和合”外交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

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友好”的

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

界，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

的基本理念。墨子讲兼爱、非攻、止

战，“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

乱”，墨子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倡

导和平。世界各国，要交流，而不是

交战；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要相

爱，而不是相恶，特别是邻国之间更

应当和平友好相处。

《左传》记载，鲁隐公六年，郑庄

公侵入陈国，并获得胜利。但是在前

几年，郑庄公曾经请求与陈国讲和，

但是陈桓公没有答应。于是，陈国大

臣五父就劝谏陈桓公说：“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君其许郑。”意思是说，与

仁义相亲近，与邻国关系和平相善，

这是我们国家之宝啊，您还是答应郑

国的请求吧！“亲仁善邻”体现古代儒

家所追求的国与国之间应当和平共

处、和睦友好的目标。

但是，没想到陈桓公却说：“宋国

和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郑国能做什

么？”于是就没有答应郑国的请和。对

于陈桓公的短浅目光，选择与邻为恶

的做法，《左传》 中评论说道：“君子

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

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

救之，其将能乎？”意思是君子说过，

善不可丢失，恶不可滋长，这说的就

是陈桓公吧！滋长了恶而不悔改，马

上就得自取祸殃，即使想要挽救，又

怎么能办得到呢！最后，陈桓公出走

丧命，陈国也自此大乱，国势日衰，

走向了灭亡。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亲

仁善邻”是中国古代“和合”外交思

想在诸侯国关系方面的运用。当下，

中国有很多好邻居。中国坚持与周边

国家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

邻的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

边外交理念。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所讲

的：“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

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

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

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

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

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

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

以叫做自卫战争。”

“国虽大，好战必亡。”国家即使

再强大，但喜好战争也必然会败亡。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不希望战争的阴

霾笼罩在自己头上，也不要对其他任

何国家发动战争。希望自己的国家繁

荣富强，也希望别人的国家繁荣富

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像朋

友一样、像同胞一样。就像西方所说

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

要怎样待人”。世界需要和平，就像人

需要空气一样，只有创造“和平友

好”的“和合”外交关系，才是人间

正道。

“合作共赢”的外交目标

中国历来追求“合作共赢”的

“和合”外交。只是自己发展，不如大

家一起发展，加强互利合作，才能产

生“1+1>2”的积极效应。作为中国海

洋历史上的一大创举，郑和下西洋既

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

成，也是中国与他国“合作共赢”的

外交典范，创造了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的“和合”外交。

明代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之间，

朝廷派遣郑和先后 7次远航西洋，历

时28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航海事业

的飞跃。对于郑和的航海成就，明史

学家吴晗评价说：“可以说郑和是历史

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

海家。”郑和率领了一支由200多艘大

小船舶构成的庞大舰队，据资料记载

每次航行的人数都在 27000 人上下，

从中国太仓的刘家港起锚，航行途经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的地方到达

了非洲。

最重要的是，尽管郑和有着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但是在郑和七下

西洋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侵略

和掠夺他国的事情，更没有充当“海

上霸主”，留下的只有中国同沿途各国

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历史佳话，许

多都传诵至今。

郑和在出使的过程中与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各国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往

来，送出丝绸陶瓷等精美工艺品，换

回了各国的奢侈品和珍禽异兽。郑和

自己宣称下西洋是为了“宣德化而柔

远人也”。明永乐皇帝明确指出遣郑和

下西洋的目的是“恒遣使敷教化于海

外诸番国”。这些无不彰显着向往合作

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郑和的

这一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

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大航海时代”

的先声。因此可以称郑和为东西方交

流的使者和伟大航海家。在很多国家

和地区，郑和宝船至今仍被视为“和

平友好”“合作共赢”的象征，是中国

古代“和合”外交的重要见证。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

个世界。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

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

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此

时，我们更应当从中国古代的“和

合”外交中汲取营养，助力形成“和

而不同”“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

“和合”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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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波

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说到

自己发愤著《史记》的目的是：“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其中“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往往容易理解，但对“究天

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

人们常常产生困惑。下面从“究天

人之际”的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和

影 响 深 远 三 个 方 面 谈 谈 自 己 的

看法。

源远流长，要从颛顼时代说

起。据 《史记·历书》 记载，颛顼

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民神分离

后，重、黎掌司天地，以沟通民

神。重、黎之后，史学继兴，史家

继巫之后，掌管天人之学。唐虞之

际，夏商两代，重、黎氏“世序天

地”。换句话说，从颛顼起，经过

尧舜，到夏商，重、黎氏都是以

“ 究 天 人 之 际 ” 作 为 自 己 的 神 圣

职责。

到了周代，重、黎氏的后裔司

马氏“世典周史”。这是司马迁先

祖“典天官事”的由来。司马迁先

祖的职责是“绝地天通”，协调与

沟通天、人关系，这也是史官的原

始职责。而这一职责，以家族传承

的方式，从重、黎时代，一直延续

至司马迁。而作为重、黎之后，司

马氏父子均是自觉地以沟通天地为

神圣使命。由此可见，“究天人之

际”不是司马迁的发明，而是具有

悠久的历史。司马迁 《史记》 欲以

“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主要

来源于他的家族传统。

内容丰富，要从董仲舒的“天

人感应”说起。董仲舒是司马迁的

老师，是西汉时的大儒。他提出

“天人感应”学说，把天象与政事

联系起来。其影响有两方面：一是

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

为后世谏诤之臣借“天象示警”劝

谏皇帝改良政治、革除弊端也同样

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的用心，

企图用“天人感应”的学说来限制

君权，不要为所欲为，使之免遭败

亡，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但是统治者是不会用这种学说来束

缚手脚的，反而用来开脱自己的罪

责，借以愚弄人民，走向了董仲舒

立意的反面。

这种思想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

响，在 《史记·天官书》 中也记载

了不少天人感应的例证，但是，司

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与“天

人感应”是截然不同的。“究天人

之际”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讲天人相

分，旨在阐明成败兴衰在于人心向

背 。 比 如 在 《天 官 书》“ 日 变 修

德”一段中，明确提出：“国君强

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

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

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强调统治

者在“天变”面前修德、修政的重

要作用，重视人心向背。这显然是

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另外，司马迁

在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中，对天

道 提 出 了 质 疑 。《史 记 · 伯 夷 列

传》 为 70 列传之首，以议论为主，

是一篇示例的论传。这篇论传的中

心思想是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

出了质疑，实际上是在提示70列传

是讲人事活动的，支配历史发展的

是 人 而 不 是 天 。《项 羽 本 纪》 与

《高祖本纪》 是两篇传记性质的本

纪，相互映衬，构成了强烈的兴亡

对比。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不是天

意，而是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事业的

成败。以上两方面是司马迁“究天

人之际”的主流和精髓。当然，司

马迁还有一些局限，这是历史的局

限，是难以过多苛求的。还是汪荣

祖在 《史传通说》 中说得好：“当

司马迁之世，天人感应，王德终

始，方士求仙，皆风尚不衰。作史

者不可不记，而迁独疑之，别究天

人之际，其识可谓高矣。”

影响深远，要从四个对子说

起 。《史 记》 的 “ 究 天 人 之 际 ”，

把天道与人道区别开来，强调人道

近；把天命与人为区别开来，强调

事在人为；把天象与人事区别开

来，强调人事有代谢。总而言之，

是把神与民区别开来，强调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史

记》 注重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

原原本本地总结人为的历史经验，

探寻治乱之源，使神的观念远离中

华民族的头脑，为后世正史作出了

旗帜鲜明的表率。《史记》 的“究

天人之际”尊重理性，强调人事，

影 响 中 华 文 明 两 千 年 ， 可 谓 深

远矣。

《史记》的

“究天人之际”


